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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专题研究

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的思考*

张 骋
(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过去建立在“理性主义”
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在后真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
路径，这条路径应该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切入，将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
过程，新闻求真应该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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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问题必将又一次成

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当后真

相时代将真相置于次要地位的时候，新闻求真将遭

遇怎样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走出困境?

本文之所以要以符号现象学“真知”的视角分
析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问题，是因为新闻求真本

质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新闻是新闻主体对客观

事实进行认识的结果，而新闻真实的衡量标准就是

看这个认识的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在后真
相时代，虽然新闻求真仍然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新

闻真实仍然要以客观事实为衡量标准，但是新闻求

真的路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过去追求新闻真实
的路径已经失效，需要以符号现象学“真知”的视角
重建新闻求真的路径。
一、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
后真相的核心内涵就是使真相变得不再重要，

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而不是客观事实，来

做出选择和判断。因此，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放弃
了对真实的追求，追求的是情感的感染力和信念的

影响力。可以说，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会遭遇前
所未有的困境，具体说来，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 一) “群体极化”导致对真相的漠视
所谓群体极化，是指: “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

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

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47也就是说，当观点相
一致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强化已有的观点，

过滤掉不同的观点，最后导致群体意见的极端化。
这种极端化的群体意见完全无视事件的真相，只依

靠自己的情感和立场形成极端的观点。例如，在
2017 年 3 月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山东聊城的“辱母
杀人案”中，网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并且也不愿意
去了解真相，而是急于将自己归类为与受害者相似

的弱势群体，认为事件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强

权势力对自己的伤害，所以网民几乎不假思索地站

在弱势群体一方来表达自己对于事件的看法。这样
的舆论所表达的不是对真相的追求，而是对自身焦

虑和不满情绪的宣泄。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如
2010 年李启铭肇事案中的那句爆红的网络流行语
“我爸是李刚”以及同年药家鑫案中给药家鑫贴上
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标签，都与事实真相不符，都是

由新闻媒体和网民的刻意炒作和情绪宣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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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李启铭说出“我爸是李刚”仅仅是向
警察表明自己的身份，药家鑫也不是富二代和官二

代。但是这些事实真相并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
和重视，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事实真相，最后

被集体记忆记录下来的，只是这些违背事实真相的

舆论，而不是事实真相本身。每当有类似的事件再
发生的时候，这些集体记忆就会被唤醒，记忆中的情

绪和立场也同时会被唤醒，这些情绪和立场就成为

人们做出事实判断的依据。
同时，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也是造成群体极化

的助推器。互联网“赋权于民”的特征提高了人们
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与
自己已有观点相一致的信息，过滤掉与自己观点不

一致的信息。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
所言:“我们也不需要去预测，大部分的人是否只和
志同道合的人讲话。当然，许多人会寻找不同的见
解。但是，当科技能轻易让人自绝于他人的意见时，
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极度危险的。”［1］61互联网就是这
么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微信这种强

关系的媒介技术使得人们很容易围绕某一话题或事

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高凝聚力的小圈子。
这个小圈子内部的沟通与协商通常都是对已有观点

的强化，在这个沟通与协商的过程中，少数持有不同

意见的人常常由于群体的压力主动或被动放弃自己

的观点，这就导致在这个圈子内部缺少思想和观点

的交流和碰撞，最终轻易采纳多数人的观点。这些
多数人的观点往往也与真相无关，都是些“不明真
相的吃瓜群众”一边吃着瓜，一边编发微信制造出
来的，他们根本不关心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追求的只

是情绪的表达与宣泄。
( 二) “信任异化”导致对真相的不信任
所谓信任异化，是指信任不应该信任的，不信任

应该信任的。前者在后真相时代表现为大量的谣言
和假新闻由于迎合了人们的某种情绪和立场，人们

不问真相地选择了信任; 后者在后真相时代表现为

对传统媒体和公共权力机构所发布的真相的不信

任，这将导致公权力被污名化。这种信任异化将导
致两个不信任真相的后果:

1. 舆情反转后的谣言认同;
舆情反转是指“随着事件的细节、过程逐步明

朗，舆论焦点开始转移，网民质疑、批驳或同情的对
象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反转。”［2］33 － 35这种舆情反转的

过程不是以事件的真相为基础，而是以人们固有的

情绪和认知为基础，舆情反转的最后结果是舆论不

再信任事件的真相，转而信任各种表现性话语。
2016 年底，舆论对“罗尔事件”的关注就呈现出典型
的舆情反转的现象。我们首先来简单梳理一下“罗
尔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所呈现出的舆情反转
现象:

2016 年 11 月 30 日，作家罗尔在其微信公众号
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耶稣，请
别让我做你的敌人》在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发，引
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罗尔在文章中声称，自己的女
儿罗一笑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

室，每天要花费上万元的医药费，自己出不起这个

钱，请求广大网友的帮助。罗尔的这两篇文章得到
了很多网友的同情和怜悯，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罗尔

就收到网友多达 252 万元的打赏资助。然而，有网
友爆料罗尔全家一共有 3 套房产，2 辆汽车，还有 1
家广告公司，罗一笑医疗费的自付部分也仅仅有 4
万元，罗尔是个人品不佳的骗捐者。这个爆料的内
容传开以后，很快舆情出现了反转，很多人严厉谴责

罗尔的欺骗行为，认为自己的善良被人利用，但仍然

有部分人坚持认为罗尔一家是值得同情的，至少孩

子是无辜的。在整个舆情反转的过程中，几乎没有
人关心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多少新闻媒

体真正去调查这些真相。大家认同的依据仅仅是自
己的情感和信念，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2. 走向网络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极端强调

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将平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所

有政治运动和制度设计合法性的唯一评判标准。这
种民粹主义思潮在刚出现的时候由于受到传播方式

和传播手段的限制，影响力十分有限，但是互联网的

出现使得这种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互

联网自由、开放的特征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麦克风，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因此，只要有一个“涉富
涉官”的社会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平民群众就会
运用自己手中的自媒体，完全不问事实真相地支持

弱势群体，甚至刻意散布谣言来制造官员与平民、富
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加深社会矛盾。其导致的严
重后果就是使公权力和传统媒体都陷入“塔西佗陷
阱”之中，即当公共权力机构和传统媒体在辟谣的
时候，不管传播的是否是事件的真相，都会被认为是

在说假话。
最能体现网络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就是 2013

年关于“李某某强奸案”的讨论。由于李某某的“名
人”和“富二代”的身份，此案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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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关于李某某的各种传言在

网上流传，比如李某某年龄造假、李某某过去强奸英
语老师等。这些传言无一例外都是站在民粹主义的
立场之上的。后来这些传言都被证实是与事件真相
不相符的谣言，但是广大网民仍然不太相信事件的

真相，更愿意去相信这些谣言。
二、困境的根源:新闻求真路径的转变
造成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困境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社交媒体的兴起满足了每个人传播信息和表

达意见的愿望，事件的真相往往就在这种众声喧哗

中被淹没;又比如，作为传播者的网民由于自身媒介

素养不高，事件的真相往往也被各种谣言所取代。
但是，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困境的出现还有更深层

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对于新闻真实的

追求路径已经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要求，而我们又

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
过去，新闻求真的路径主要建立在两个认识论

基础之上:一是理性主义;二是科学主义。
理性主义这种认识基础主要表现为理性认识比

感性认识更可靠，更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例如，笛
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理性推
理之上的命题。他认为，知识的可靠性基础建立在
理性之上，因为感性经验虽然能让我们认识到事物

的形状和颜色，但是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性质，只有理

性才能做到这一点。笛卡尔之后，斯宾诺莎、莱布尼
茨等理性主义哲学家都将理性视为一种天赋的高级

认识能力，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普遍

必然的知识。同时，休谟、洛克、贝克莱等经验主义
哲学家虽然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是知识的最终

形成还是必须依靠理性的判断。此后，康德认为理
性构成个体认识的先验条件，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

是人的普遍认识能力作用于经验材料的结果。而理
性中所具有的先天范畴就将这种普遍认识能力赋予

每个人，理性的普遍性保证了个体认知能力的可靠

性，也决定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之后，黑格尔
是最后一名理性主义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

世界的本质规律，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东西，因此，理

性也是事物现实性的评判标准。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这种认识基础主要体现为

以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事物的本

质。牛顿是科学主义的开创者，从牛顿物理学开始，
物理学研究走上了一条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论

证假设的道路。在牛顿之前，“所有的合格的科学
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

察世界。”［3］219比如，身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笛卡尔
认为，所有的普遍性规律和数学定律都是上帝创造

的;同样身为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莱布尼茨提出的

“单子论”，也将上帝视为最高级的单子。然而，牛
顿认为，一切知识的获得都是通过实验数据的收集、
观察、分析、计算、归纳而得出。并且，这种依赖于数
据、事实、数值的实证研究方法不仅出现在自然科学
领域，还蔓延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心理
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都会用到量
化研究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假设，进而得出相应的

结论。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都认为世

界上存在绝对普遍的客观知识和真理，并且，人类运

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认识到这样的知识和真理。这种
认识观在新闻求真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将新闻求真

的过程视为单个的新闻活动主体运用自己的理性、
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究事件的真相，进而实现新闻

真实。不过，在后真相时代，这种以“理性主义”和
“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观遭到了解构，建立在这
种认识观之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也不再适用，究其

原因，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哲学渊源。
率先对这种认识观进行批判的哲学家是尼采。

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知识和事实，只是从某个特定的

视角对事物做出的解释。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真
理，只有出自认识者视角的解释，所有的“事实”和
“真理”都是视角制造的; 沿着尼采的思路，以狄尔
泰、海德格尔尤其是后来的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
学认为，认识无法去把握某个绝对的真理，认识只是

一种解释意义的活动，并且，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

随着解释语境的变化，它也处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过

程之中。因此，解释活动就是一项无限循环的任务。
在后真相时代，这种理论思路表现为“视角制造真
相”。例如，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一再指
控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失业率的统计方法有问题，统

计出来的失业率数据完全不可靠( 奥巴马在 2017 年
1 月卸任时已将美国的失业率从就职初的 7． 8%降
低至 4． 8% ) 。特朗普以自己的视角设定数据统计
的标准，质疑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标准，从而制

造出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35%左右的“事实”。但在
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又以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标

准发布，截止 2017 年 2 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
到 4． 7%。由此可见，作为竞选者的特朗普和作为
总统的特朗普，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制造出完全不同

的就业率“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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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认识观也遭到

了批判，批判的源头也是对客观真理的怀疑。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力学，也就推翻了整个
宇宙的客观标准，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

于某个任意的标准而存在的。此外，客观物质是由
看不见的电子构成，由于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我们

无法直接观察电子，只能用电子观察电子，所以我们

无法准确判断它们的性质，只能推断。德国著名物
理学家海森堡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测不准定
理”，就此宣告了确定性的客观真理是人类永远不
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指出了建立在数据收集、分析、
计算之上的量化研究的局限。在后真相时代，基于
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反映事件的真相。例
如，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几乎所有的新闻
机构和民调机构都预测希拉里将会当选总统，他们

的预测都是建立在严格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之上，没

有半点弄虚作假，全部真实有效。但是，这次在真实
有效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与最终的结果却截然

相反。然而，之前的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基本上都
符合绝大多数新闻机构和民调机构的预测。这说明
不是新闻机构和民调机构的数据出了问题，而是在

后真相时代，我们已经不能通过数据分析和归纳的

方法获得事件的真相了。
由此可见，在后真相时代，当以“理性主义”和

“科学主义”为基础的新闻求真的路径不能得出事
件真相的时候。人们一般就会放弃以外部的客观事
实为真相的认识和判断标准，转而以内心的情感和

立场为慰藉。前文所提到的“群体极化”和“信任异
化”都是这种诉诸主观性原则的表现。但是，新闻
求真的目标永远都是寻找事件的真相，新闻真实永

远都要以客观事件为衡量标准。因此，在后真相时
代，新闻活动主体仍然不能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追求，

只是需要重建一条新闻求真的路径。
三、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以探究社

群为基础的真知

笔者在前文中反复提到: 新闻求真永远都是一

个认识论的问题。因此，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
路径仍然需要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寻找。众所周知，
所有认识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意义，而意义的产生

离不开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这正是皮尔斯符号现象

学关注的重点。符号现象学是“在符号学范围内思
考现象学问题”［4］4，“从当今的符号学( 而不是现象
学) 运动的需要出发，重建符号学哲学基础”［5］11，主
要关注意识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在皮尔斯看

来，意识的主要功能就是获取意向对象的意义，而意

义的获取也是意识的存在方式。由此可见，意义是
意识主体与意识对象之间发生关联的中介。因此，
意义必须是符号现象学意义上的真知。这里的真知
是指真的认知，即“集中讨论认知或表述的‘真’品
格，这种品格能引导进一步走向( 客观规律的) 真理

或( 事物本质的) 真相。但是真知本身只限于描述
意识获得的认知的品格。”［6］237换言之，真知不等于
真理或真相，而是指追求真理或真相的品格。而意
义必须是真知的原因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动机就

是获得真知，虽然这种真知是基于意识主体的主观

判断。也就是说，意识不可能会去寻找明知为假的
意义，这种明知为假的意义实际上也就切断了意识

主体与意识对象之间的关联。意识只会去寻找显现
为真知的意义，不管最后能不能达到真知，追求真知

的活动都必须贯穿意义活动的始终。否则意识的意
向性活动就会失去目标，意义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此外，符号文本必须包含真知，这是人们进行认

知和交流的前提条件。因为符号文本存在和展开的
基本动力就是为了寻找真知，没有人愿意得到一个

完全为假的意义认知，也没有人愿意就一个完全不

包含真知的问题进行意义的交流与沟通。正如皮尔
斯所言:“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
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

完全的真，或绝对的真，也即接近真的每一个领

域。”［7］56同时，皮尔斯符号现象学的真知观基本上
属于“符合论”，也就是说，符号真知需要与客观事
实相符合。但是，符号与客观事实之间不可能完全
符合，因为符号与对象之间只具有像似性的理据关

系，而像似性不同于同一性，像似性只是与对象的某

些方面相符合，如果与对象完全符合就不是符号了。
这种符号与对象之间的片面像似，就是符号真知。
例如，我们可以用画像、照片、蜡像等符号来表现一
个人，只要这些符号与这个人部分像似，这些像似的

部分就是真的，其余不像似的部分不用考虑，因为所

有符号与这个人之间只可能有部分的像似，不可能

完全像似，如果完全像似，就是此人本人了，就不再

是符号了。因此，符号的真知永远都是片面的、部分
的、渐进的、不完美的，重要的是如何追求真知。并
且，通向真知的道路可以是正确或错误的，我们需要

找到一条正确的通向真知之路。
皮尔斯认为，这条正确的通向真知之路以探究

社群为基础，是科学探究共同体协商对话交流之后

的共识。这种共识并不是观点的完全一致，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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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所谓的真理，而是社群成员朝着真知的方向

作永无止境的探究。这种探究是一种符号累加和衍
生的过程，因为任何符号的意义都需要用另外一个

符号来解释，而这个解释的符号又需要另外一个符

号来解释，直至无穷。同时，由于死亡、无知、懒惰等
原因，个人的解释可能会停止，但是探究社群的解释

活动永远不会停止，因为探究社群是世代延续的，而

且探究社群的符号累积不仅可以与自己先前的符号

活动累积，还可以与社群内其他人的符号活动累积，

这样就保证了符号的解释项呈现出无限衍义的状

态。符号意义无限衍义的顶端就是真知。“社群真
知的最大作用，是让个人和社群的意义活动朝真知

方向行进，这就是真知的最终状态。真知就是一个
朝着完美的目标挺进的‘真知过程’。”［6］247

笔者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就应

该借鉴符号现象学的真知观。因为新闻求真一直都
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符号现象学本质上也是一个认

识论问题，因为符号现象学主要关注意识的意向性

活动如何从事物中获得意义。只不过与传统认识论
不同，符号现象学的认识观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
和“科学主义”之上，而是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
找真知。
按照符号现象学的思路，我们应该像理解符号

现象学的真知那样来理解新闻真实。正如前文所
言，符号现象学的真知观属于“符合论”，即符号真
知需要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因此，新闻真实的实质
永远都是新闻报道要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虽然现在
有学者提出了“建构真实”和“对话真实”等新闻真
实观，但是，建构和对话只能是实现新闻真实的手

段，不能是结果，新闻真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否则就不是新闻了。同时，正如符号与对象之间只
具有像似性，不具有同一性，符号真知也永远都是片

面的、部分的、渐进的。因此，新闻真实也应该永远
是片面的和过程性的。因为新闻报道虽然必须以客
观事实为依据，但是“新闻报道只能是对事实的一
种简约的、一定程度上割断的( 一个事实非常复杂，
报道只能选择一个角度来报道) 、扬弃的( 报道某一
部分和忽略某一部分) 、概括性质的报道。”［8］所以，
新闻报道只能也只需要对客观事实做片面的反映。
比如，对于一场车祸的报道，我们只需要报道与这场

车祸相关的重要细节( 车祸的原因、车祸的后果、肇
事司机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情况等等) ，其他与车

祸无关的细节( 树叶落地等) 就不需要报道了。
同时，这种片面的新闻真实的实现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永无止境。首
先，客观事实本身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对客观事实的

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对客观事实认识到什么程
度，新闻真实也就实现到什么程度，并且，新闻真实

的实现不是由单一的新闻活动主体完成，而是由多

元的新闻活动主体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共同进行的。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真实主要是由
职业新闻活动主体来认识和建构的，不同主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也主要发生在职业新闻传播组织内部，

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很少。不过，在新媒体时代，新闻
真实是由不同类型的新闻活动主体相互作用和协商

的结果，这些不同类型的新闻活动主体包括职业新

闻人，普通民众、民间新闻组织等。这些不同类型的
新闻活动主体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探究社群”，这
个探究社群内的不同主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

对客观事实进行解读，在解读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过

往新闻报道中的错误和失实，进而一步步逼近事件

的真相并不断发现新的真相。这种新闻真实的探索
和确证过程对于新闻求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

客观事件往往复杂多变，我们对于客观事件的报道

很难一次性就寻找到事件的真相，并且随着事件的

发展和认识的深入，我们还可能寻找到更多的真相。
如果我们因为发现最早发布的新闻有很多不准确和

失实的地方，就轻易判定其为谣言而将其封杀，我们

也就失去了发现更多真相的机会。
依托于不同类型的媒介形态尤其是自媒体，多

元的新闻活动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印证和澄清，可以

形成一套自我净化和纠错的机制，最终呈现出事件

的真相。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比如，2011 年日本大
地震引发的抢盐抵抗核辐射的谣言在网民们的相互

交流和印证中被澄清; 2015 年 8 月 20 日，法国一辆
火车上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我国对此事件的首发

新闻几乎每个细节都有错误，后来也是在不断地纠

错和改进过程中呈现出真实细节的报道。也就是
说，只要我们能耐心一点，不要相信一次性就能接触

到事件的真相，不要轻易地用自己的情感和信念去

相信谣言，真相自会在人类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中渐

渐地呈现出来，并且我们还可能发现更多的真相。
四、结语
我们可以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第一句话来

形容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所面临的状况: “这是最
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是指: 在
后真相时代，当真相被淹没，人们不再根据客观事

实，而是以自己的情感和信念来做出选择和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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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新闻求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最好的时代

是指:在后真相时代，当我们以符号现象学“真知”
的视角重新找到新闻求真的路径时，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有机会接近事件的真相，更有机会发现

更多的真相。因为当我们把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
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时候，新闻求真将

是一个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

解释过程，这将更加有利于新闻真实的实现。因为
过去新闻真实实现到什么程度，完全由职业新闻活

动主体决定，这极大地束缚了新闻真实的实现程度。
而现在当新闻求真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完成

的时候，任何人想要故意遮蔽事件的真相，都是不可

能的事，不同的新闻活动主体总会继续去追求事件

的真相。并且，这种追求真相的过程将永无止境，因
为探究社群对于客观事件的解释永远不会停止，每

个真相下面总会还有个真相在等待我们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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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and Way Out of Seeking Truth of News in Post － Truth Era
———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rue Knowledge”in Semiotic Phenomenology

ZHANG Cheng
( College of Movie and Media，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 － truth era，news truth seeking will encounter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The root of the difficulti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way of seeking truth in news based on Ｒationalism and Scientism in the pas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in the post － truth era．
Therefore，we need to rebuild the path of seeking truth from news in the post － truth era． This path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ue knowledge”of semiotic phenomenology．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ruth from new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seeking
“true knowledge”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community． Seeking truth from news should be an endless explanatory process jointly car-
ried out by multiple news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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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